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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翻译学研究
[专题导言]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 但知识经过翻译的世界性认同

过程,必须经由传播完成、经受技术重构、在具体领域落地、甚至反观自身。 本专栏四篇论文,正是对这一追问的四重回应。
杨枫和严程极的论文完成了从“生产”到“传播”的理论闭环。 论文将“传播”提升为知识翻译学的核心范畴,揭示

“传播即知识建构”———知识不是在翻译中被生产然后被传播,而是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传播过程。 由此构建的“知识流

转、话语塑造、效果生成”框架,指向中国知识从“被解释”走向“解释者”的实践路径。
然而,技术条件的变化对这一生产提出了根本挑战。 潘艳艳与王晶以西蒙东技术哲学为基石,揭示 AI 翻译引发的三

重重构:主体从抽象到具体的个体化、客体从静态文本到技术生态复合体、不确定性从缺陷翻转为价值场域。 其范式意义

在于:技术物不再被视为工具,而是参与知识生产的本体性力量。 知识翻译学由此在 AI 时代获得了理论更新。
理论更新必须经受经验检验。 张焱以中医术语翻译为个案,将“再地方化”操作化为“审美协商—审美中和—审美共

识”的分析框架,并建构中医知识翻译评价体系。 这回应了知识翻译学最尖锐的方法论难题:如果衡量翻译的尺度是

“存”而非“真”,那么在操作层面如何判定一种知识在异乡的存活质量?
当翻译的对象是翻译话语本身时,知识翻译学进入了自反性层面。 魏丽杰的论文揭示,张佩瑶英译中国传统译论,本

质上是“关于翻译的知识”自身的跨语际生产。 翻译话语也是地方性知识,也需经历再地方化才能进入世界翻译研究的

知识星座。 这一实践所生成的“中国传统译论”,正是知识翻译学所界定的“单边无法生成”的互鉴价值之直观体现。
四篇论文从理论闭环、技术重构、实践检验到自反升华,构成一个递进的论证结构。 它们试图证明:知识翻译学的生

命力不在于提供封闭答案,而在于开启一个开放的问题空间,也就是翻译如何让知识在更多的地方活下来?

翻译远未结束。 知识仍在生成。 ———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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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翻译研究的理论谱系中,知识翻译学是唯一将“传播”明确纳入翻译定义的理论体系。 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五

梁十二柱”体系为分析框架,聚焦传播在知识翻译中的功能定位,辨析其与翻译传播学的范式分野,揭示“传播即知识建

构”的核心理念。 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以知识流转、话语塑造、效果生成为主轴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

性传播实践为目标,探讨知识翻译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所提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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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从“翻译”到“传播”的理论视域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然

而,一场无声的角力始终在话语的天空中盘旋,那就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尚未根本

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依然切肤。 全球品牌估值机构
 

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25 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的软实力综合排名已跃升至全球第二

(Jogodzinski,2025),但在“媒体与传播” “治理能力”等直接关乎国家形象与国际话语权的

核心指标上,得分依然在低位徘徊。 这一冷峻的数据揭示了一个尖锐的悖论:中国的发展

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话语优势与传播优势。 于是,如何将厚重的中国

实践提炼为可对话、可共享的世界知识,如何让中国故事跨越山海,在异域的心灵中激起回

响,便成为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文后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 (中共中央,2024)这一部署既是战略号角,也是对翻译研究发出的时代质

询。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在于“说什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在于“怎么说”,
而翻译,恰恰是贯通“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咽喉要道。 没有对知识本质的深刻把握,翻译

便容易沦为表层语言的机械搬运;没有对传播规律的自觉认知,翻译便难以挣脱译出却未

译入的宿命。
正是在这种知识渴求与传播焦虑的交织中,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的理论价

值被历史性地凸显出来。 作为近年来中国学人原创的重要翻译理论范式,知识翻译学对翻

译本质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深邃的革命。 在翻译理论的知识谱系中,知识翻译学破天荒地将

“传播”推入翻译定义的内核。 它将翻译界定为人类主导的、人机协同的“跨语言知识加

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杨枫,2021:2)。 这一定义宛如一把三棱镜,
折射出三个紧密相扣的层次:“加工”指向对原文知识的萃取与筛选;“重构”指向知识在异

质语言文化土壤中的再组织和再语境化;“再传播”则指向知识跨语际流动的最终归宿,知
识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这一理论创见的革命性远不止于术语的翻新。 它将翻译从语言转换的窄室中解放出

来,提升为知识流转的枢纽;它将翻译的视野从文本的对应关系拓展到知识再传播的广阔

实践中。 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亟须从翻译输出的惯性中挣脱,迈向知识传播的自觉。 唯有

如此,地方性的中国知识才能借助翻译转化为世界性的公共知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
在此视域中,翻译不是国际传播完成之后的附属环节,而是国际传播得以实现的本质规定;
翻译的质量直接决定中国知识文化能否有效完成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壮丽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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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理论体系为核心分析框架,聚焦其传播概念的功能

定位,辨析其与翻译传播学的范式差异,揭示传播即知识建构的核心洞见,并以中国知识文

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为目标,探索这一理论路径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的启示意义。

1　 “五梁十二柱”:传播何以成为翻译的本体论维度

1. 1
 

“五梁十二柱”的理论骨架

《知识翻译学宣言》(杨枫,2021)开启了翻译研究从语言与文化向知识视角的范式转

型。 经过五年的深耕与淬炼,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理论体系于 2026 年正式宣告问世

(杨枫,2026),标志着这一中国原创理论从宣言走向成熟的体系化建构。
“五梁”构成这一理论大厦的宏观骨架,分别对应知识翻译的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

价值论与技术论。 存在之维以“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张力”为核心命题,揭示翻译的根本动

力源自知识的地方性胎记与其世界性渴望之间的永恒矛盾;过程之维以“去地方性与再地

方性的循环”为核心过程,揭示知识从原初语境向目标语境迁移时所必然经历的双重转化,
每一次传播,都是对原有地方性的剥离与新地方性的建构;脉络之维以“时间性与历史性的

交织”为坐标,从海德格尔“此在”概念获得启发,揭示翻译行为始终沉沦于特定时代的知

识型之中,又在历时性的传播中沉淀为新的传统;价值之维以“真、善、美的统摄”为灯塔,
呼应尼采“上帝之死”后人类文明的转向,彰显翻译作为人文实践的价值追求;技术之维则

以“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与不确定性”为根基,将对翻译技术的省思提升到技术哲学的高度。
“五梁”并非孤立的支点,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浸润的有机整体。 由“五梁”衍生而出的

“十二柱”,涵盖话语构型、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具身认知、旅行理论、创造性转化等 12 个

精细化的分析工具,构成了一把能够深入解析知识跨语际流动具体机制的精密钥匙。 这一

体系的系统建成不仅推动了翻译研究内部的范式革新,也为中国翻译学从理论引介走向自

主理论生产提供了可贵的路径。
1. 2

 

“五梁十二柱”中的传播定位

在“五梁十二柱”的理论架构中,“传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本体论地位。 它不是被

单一维度收编的附属概念,而是如同一条隐秘的暗河,渗透在五大维度之中,成为支撑整个

理论大厦的命脉。
在存在之维,“传播”表现为知识从地方性向世界性的位移。 一种知识之所以渴求传

播,恰恰因为它诞生于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与地域的襁褓之中。 没有传播,地方性知识

便永远被封禁在它原初的知识共同体内部,无法获得世界性的意义。 在此意义上,“传播”
不是翻译的附加功能,而是翻译之所以能够驱动地方性到世界性转化的根本依据。 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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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维,“传播”落实为去地方性与再地方性的循环。 这不是单向的输送,而是一种深情的转

化:知识在离开母体语境的同时,必须在异质的知识空间中重新扎根、重新获得意义的呼

吸。 每一次成功的传播,都使原初的地方性知识在新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意

味着没有翻译的加工与重构,知识就不可能完成从一种地方性向另一种地方性的跨域重

生。 在脉络之维,“传播”体现为时间性与历史性的交织。 知识翻译学强调翻译行为始终

被特定时代的知识型所塑造,同时又在绵延的传播中沉淀为新的传统。 正如汉语学术词汇

“哲学”“逻辑”“经济”等译名,是译者在反复推敲中、在历史洪流中沉淀的结晶,知识通过

传播在不同时代被反复擦亮,不断获得新的理解与阐释。 在价值之维,“传播”承载了“真、
善、美的统摄”。 知识翻译学标举“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中和翻译观(杨枫

 

等,2024:12),揭示传播从来不是冰冷的中性传递,而是价值浸润的知识实践。 优质的传播

使知识在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真”的澄明、“善”的对话与“美”的共享。 在技术之维,“传

播”涉及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与不确定性。 知识翻译学将翻译技术物的分析上升到技术哲学

的高度,冷峻地揭示技术物背后关于知识权力的深层逻辑。 传播的载体本身就是知识流转

的条件,也构成传播效能的重要变量,从纸媒到数字平台,从人工翻译到人工智能,每一种

技术物都在重塑知识传播的形态与边界。
由此,“五梁十二柱”体系从本体论的高度回答了“传播何以内在于翻译”这一根本追

问:翻译之所以必然携带传播的基因,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知识的跨语际、跨文化、跨体系

的流动。 “传播”不是翻译的外在条件或附加功用,而是翻译成为翻译的内在规定。 离开

传播,翻译便失去了方向;离开翻译,传播便被抽空了灵魂。
1. 3

 

经典翻译理论中“传播”的缺席

要理解知识翻译学将“传播”郑重纳入翻译定义的理论创见,有必要回望经典翻译理

论中“传播”的落寞身影。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传播”始终是翻译定义中的缺席者。
语言学派的翻译定义以奈达的“动态对等”为圭臬。 奈达将动态对等翻译定义为“与

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Nida,
 

1964:
 

166)。 这一经典定义以“对等”为轴心,将翻译

想象为一种语言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的镜像再现。 然而,译文是否真正触达受众、是否在

目标文化中激起涟漪,往往被悬置在翻译行为之外。 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

的视野,勒菲弗尔(Lefevere)的“改写”理论揭示了翻译中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的操

纵,正如他所断言:“翻译是最明显易识的重写类型。” ( Munday,
 

2012:
 

192-194)但即便如

此,翻译的外向传播维度仍未进入定义本身的核心构件,其关切的重心仍在于“转换”与

“改写”。 功能学派的“目的论”将受众和功能纳入考量,弗米尔(Vermeer)主张翻译是在特

定情境中为特定目的而生产的文本( Munday,
 

2012:
 

122),然而“传播”在其中依然是一个

辅助性的概念,未被提升至翻译本质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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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上述理论谱系,一条共通的倾向清晰可辨:在知识翻译学挺身而出之前,翻译定义

中始终缺省了对“传播”的显性书写。 “传播”或是翻译行为的目的论条件,或是翻译产品

的社会后果,或是翻译过程中被忽略的暗影,它从未真正踏入翻译定义的内殿。 “传播”在

经典翻译理论中长期缺席,恰恰为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出场腾挪出了逻辑的空间,也证明了

这一“显性化”的必要与紧迫。
1. 4

 

知识翻译学对传播的显性化:从“缺席”到“在场”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静默中,知识翻译学实现了对“传播”从缺席到在场的决绝跃迁。

知识翻译学不仅将“再传播”纳入翻译定义,更通过“五梁十二柱”体系为这一命题奠定了

系统的理论根基。 值得深沉凝视的是“再传播”中那一个并不起眼的“再”字。 “再传播”意

味着翻译所触及的知识,并非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它原本已经栖居于某一语言和文化共

同体的知识场域之中。 翻译的过程便是将这种已经地方化的知识重新置入传播的链条,使
其在另一知识共同体中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翻译本质上是知识跨语言、跨文化传播

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承接前一阶段的知识存在,开启后一阶段的知识流动。 “再”字

之中,同时凝结着“再一次”的延续与“重新”的创造,传播的延续性与传播的创造性转化,
在此双重意涵中合而为一。 因此,当知识翻译学试图“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

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杨枫,2021:2)时,翻译研究便实现了三重深刻的转向:从对译

文的静态关注转向对知识传播动态过程的关注;从对忠实与对等的执着转向对知识从地方

性走向世界性的关怀;从对语言转换的技术性考量转向对知识建构的本体论追问。 “传

播”终于从翻译定义的暗影中款款走出,成为照亮翻译本质的一束强光。

2　 知识翻译学与翻译传播学的范式分野

2. 1
 

翻译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与局限

翻译传播学是翻译研究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产物,其基本路径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

移植到翻译研究的园地。 这一范式聚焦翻译过程中的传播要素,试图在传播学的探照灯下

审视翻译活动。 它的核心关切在于翻译的传播效果:译文是否有效地将原文信息传递给了

目标受众,受众的接受程度如何,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如何侵扰翻译效果? 在这一框架

中,翻译被视作信息传播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翻译”与“传播”是一对并列或从属的关

系,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传播,传播效果是衡量翻译成功的标尺。 然而,翻译传播学面临

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困境在于,它以传播学的外部框架套裁了翻译活动的独特肌理。 翻译难

道仅仅是信息传播的一个子类别吗,翻译区别于一般传播行为的独特性究竟何在? 当传播

效果成为翻译评价的唯一准则时,翻译的知识建构功能是否被悄然遮蔽了? 当传播的技术

逻辑压倒翻译的知识逻辑时,翻译是否会在效率的追逐中丢失自身的灵魂? 这些质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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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翻译传播学的工具性范式无法充分解释翻译的本质,尤其是翻译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与

知识转化活动的独特尊严。

2. 2
 

“传播即知识建构”对翻译传播学的超越

知识翻译学与翻译传播学的核心分殊,在于对本体的定位截然不同。 翻译传播学将翻

译视为传播的一个特例,其分析框架以传播为参照系来审查翻译。 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理论

路径,它擅长回答如何有效传播的策略性问题,却无法回答翻译为何必然具有传播功能这

一本体论追问。 知识翻译学则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本体论框架。 在此,“传播”不是翻译的

外部参照系,而是翻译的内在构成要素。 翻译的过程绝非中性的信息传递,而是知识在跨

语际流动中持续的裂变、重构与创造。 知识翻译学的逻辑链条是“知识→翻译→传播”,即

以知识为本体,传播是知识存续与生长的逻辑环节;而翻译传播学的逻辑链条是“传播→翻

译”———以传播为本体,翻译沦为传播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从

知识的内在本性出发,为翻译的传播本性提供深厚的知识论地基;后者则从传播的外部功

能出发,把翻译简化为传播工具箱中的一把扳手。 这一分野的深远意义在于:翻译传播学

始终无法回答翻译为何内在地具有“传播”的属性,因为它总把“传播”视作翻译的外在条

件;而知识翻译学从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知识首先都是地方性的,

翻译就是地方性知识走向世界性知识的必经之路。 “传播”不是翻译的工具性功能,也不

是翻译的行为后果,而是翻译的存在方式本身。 翻译之所以是翻译,正因为它使知识得以

跨越地方性的藩篱,进入世界性的广阔空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仅是一个技术性

的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个知识再生产、意义再建构和权力再协商的过程(杨枫,2025:2)。

2. 3
 

互补与超越

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针锋相对的竞争,不如说是层次分明的互补与超越。

翻译传播学擅长回答“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面对特定的受众与渠道,翻译应采取怎样的

策略才能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它提供了具体的分析工具与操作指南,具有鲜明的应用导

向。 知识翻译学则回应了一个更根本的叩问:翻译何以具有传播功能,传播何以是翻译不

可割裂的本质属性? 从服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国家战略来看,两种

理论各有其用:翻译传播学告诉我们“怎么译”才能有效传播,知识翻译学则告诉我们“为

什么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 后者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合法性:翻

译不是附加在国际传播之上的技术性工序,而是国际传播得以实现的本体论前提。 知识翻

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从知识论的高度论证了翻译与国际传播的内在统一:有效的翻译,

本身就是有效的传播。

·531·



　 外国语文 2026 年第 5 期　

3　 知识翻译学中“传播”的理论内涵

3. 1
 

知识流转:传播作为翻译的本体论维度

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大厦中,“传播”被赋予了沉甸甸的本体论地位。 “传播”不是翻

译的可选维度或附加功能,而是翻译成为翻译的内在根据。 这一理念,可以从“地方性知

识”与“世界性知识”的辩证关系中获得深邃的理解。
知识首先都是地方性知识。 每一种知识最初都扎根于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与地域

的泥土之中,带有不可涤除的地方性气息。 地方性知识的辩护、使用和认同催生了知识的

传播、积累与发展。 当一种地方性知识借助翻译的舟楫漂洋过海,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

的场域,它便开始了从“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转化之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翻译

学认为“翻译就是两种地方性知识相互注视、相互拥抱、走向彼此的世界性行为(杨枫,
2022:1)。 翻译与“传播”在此深度融合为一体:翻译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知识的世界性

流通;“传播”的达成恰恰是翻译成功的最终证明。 从知识的地方性到世界性的转化深刻

揭示了传播何以构成翻译的本质维度。 试想:如果翻译只是将一种语言的知识照搬为另一

种语言的皮相,而不考虑这种知识能否被目标语境所接受、理解与活化,翻译的意义何在?
事实上,翻译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知识渴望流动、渴望在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实现共享与

对话。 知识的地方性决定了知识的边界,而翻译打破了这一边界,使知识能够突破原有的

文化和语言茧房,成为一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被理解、被使用的世界性知识。 这一突破过

程就是知识传播的实质性内涵。 正如罗伯逊所揭示的“全球地方化”概念所昭示的,地方

与全球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建构的动态过程(Robertson,
 

1994:
 

38)。
知识翻译学进一步构建了中国知识的“去地方性—再地方性—跨地方性—世界性”的

四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如何将中国地方性实践转化为可理解、可对话、可共享的全球公共

知识(杨枫,2025:1)。 这一框架超越了表层语言对应的工具性范式,嵌入话语背后的认知

框架与意义体系,为国际传播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路径。
3. 2

 

话语塑造:传播作为翻译的社会性维度

知识翻译学对“传播”的第二重深刻理解在于:“传播”不仅是信息的跨语际传递,更是

一种话语塑造与知识建构的权力实践。
知识翻译学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

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

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杨枫,2021:2)。 这意味着,在知识翻译学的审视中,
传播从来不是一个纯洁的信息传递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选择、突显、遮蔽与改造的话语实

践,是一种在跨语际流动中重新定义世界的力量。 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保持原样。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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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方性知识进入新的语言和文化场域,它必然经历某种程度的嬗变:有些被放大,有些

被淡化,有些被重新编码。 这不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而是知识在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流

通时必然经历的话语重构。 翻译的再传播功能,正是在这种积极的、创造性的重构中实现

的,它使知识在穿越边界的旅途中获得了崭新的社会生命。
从话语塑造的维度审视翻译传播,社会符号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资源。 韩礼德曾精辟

地指出,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管道,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它在使用中建构意义、维系

或挑战权力关系,“语言主动地象征社会系统,从而创造社会系统,同时也被社会系统所创

造”(Halliday,
 

1978:
 

183)。 在社会符号学的视野中,翻译不是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

号系统的机械转换,而是意义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创造性再生成。 这一洞见与知识翻译学

的“话语塑造”维度灵犀相通: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的意义实践,始终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

和文化语境之中,翻译过程本身就是话语权力的协商与知识范式的重构。 这对于中国话语

的国际传播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中国话语的世界化,绝非简单地将中文表述翻译成

外文,而是要在翻译过程中完成话语的重构与再生成,让中国概念、中国理念在目标语境中

获得可理解性和说服力,在世界知识版图中赢得一席之地。
3. 3

 

效果生成:传播作为翻译的评价性维度

知识翻译学中“传播”的第三重面向,是其深远的评价功能。 将“传播”郑重纳入翻译

的本质内涵,意味着翻译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知识翻译学在“地方性知识

→世界性知识”的传播框架中,引入了“知识的世界性认同”这一全新的评价尺度:翻译成

功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地方性知识能否借助翻译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有效的认可、
使用与共鸣。

在实践层面,这种传播效果导向的评价标准引发了翻译伦理的深层变革。 它意味着翻

译活动不再仅仅追问是否译对了,而更紧要的是追问是否译通了。 “通”不仅指语义的通

达,更指知识的通达,一种地方性知识能否穿越语言和文化的崇山峻岭,在另一知识共同体

中生根发芽、开花结实。 从忠实到效果、从对等到认同的范式转型,正是知识翻译学将“传

播”郑重纳入定义所引发的静水深流。 这一效果生成的维度,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获

得方法论上的借鉴。 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任何社会行动都并非纯粹的人类活

动,而是人类与非人类(物、技术、文本等)作为中介者共同编织的网络效应,这一意义重塑

的过程在社会学意义上本身即被定义为一种“翻译” (Latour,
 

2005:
 

39)。 循此逻辑,作为

跨语言文化实践的文本翻译活动亦不例外,它同样是多重行动者(译者、原文本、翻译工具、
出版机制等)共同参与、相互协商的网络建构过程。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

种更加注重实践过程的实证眼光,可以弥补传统翻译效果评价中对传播网络中多元行动者

互动机制的忽略。 在知识的世界性认同这一评价框架中,知识是否获得“认同”,是一个复
·731·



　 外国语文 2026 年第 5 期　

杂的网络化过程,它牵涉译者、读者、机构、媒体、技术平台、文化中介等多元行动者的共同

参与与反复协商。 这一视角锐利地提示我们,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不能止步

于文本层面的“忠实度”,而必须延伸至传播网络中多方行动者的参与、碰撞与共鸣。
在知识翻译学的框架中,“传播”由此获得了三重维度的理论建构:在本体论上,它是

知识从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内在逻辑;在社会性上,它是知识在跨语际流动中的话语重构

与权力协商;在评价性上,它是衡量翻译成功与否的根本尺度。 这三重维度相互支撑、彼此

渗透,共同撑起知识翻译学中传播这一概念的完整天空。

4　 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

4. 1
 

从“翻译输出”到“知识传播”:范式的根本转型

知识翻译学深刻地洞见,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首先需要完成一次根本性

的观念涅槃:从翻译输出的迷思中觉醒,迈向知识传播的自觉。
翻译输出模式将翻译矮化为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送:中国知识被翻译成外文、输出到海

外,任务便宣告终结。 这种模式的目光牢牢锁在译出了什么之上,却很少关切译入了什么,
这些知识是否真正被目标受众接纳、理解、认同,是否在他者的心灵中引发深长的回响。 当

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深层困境,其症结在于长

期陷入以语言转换为中心的工具性传播范式,忽视了对外传播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与权力建

构的过程(杨枫,2025:1)。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知识传播模式将翻译置于完整的传播链条

中来理解:翻译不是知识的终点,而是知识在新的语境中获得生命的起点;翻译的成功与

否,不取决于文本是否忠实于原文的皮相,而取决于地方性知识能否借助翻译的摆渡,转化

为世界性知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使用与再创造。 在这一范式中,翻译不再是传播完

成之后的技术性转换,而是传播之所以能够实现的本体论前提。 这一观念转型,正是知识

翻译学对传播显性化书写催生的实践巨变。 它要求中国知识文化走向世界的实践,将目光

从翻译生产的车间转向传播效能的旷野,从文本质量的执念转向知识认同的关怀。 惟有超

越表层的语言对应,深入话语背后的认知框架与意义体系,通过创造性的知识翻译实践,才
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垄断,在多元知识共同体中确立中国话语的正当性与感召力。
4. 2

 

“五梁十二柱”中的传播实践路径

基于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的理论框架,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可以从五个

维度铺展系统化的路径建构,每一维度对应知识翻译学的一条主梁。
其一,存在之维: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知识。 知识翻译学指出,翻译的本真是“地

方性知识→世界性知识”的转化。 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中国知识都天然适合或亟待走向世

界。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需要精心甄选那些既饱含中国特质、又蕴藏世界意义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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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能够回应今日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能够与目标受众的知识体系产生深层对话与共

振。 中国的发展经验、治理智慧、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大量具有普遍价值的知识资源,需要经

由翻译的加工与重构,使其转化为可被世界理解、接受和共享的知识形态。
其二,过程之维:在翻译中完成话语的再生成。 知识翻译学的话语塑造维度揭示,中国

话语的国际传播绝非中文表述的直译,而是翻译过程中的话语重构与再生成。 从过程之维

审视,翻译既是去地方性的过程,也就是将中国知识从原初语境中温柔地抽离;也是“再地

方性”的过程———使其在目标语境中获得崭新的可理解性。 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
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其翻译不能停留在字面对应的

浅滩,而须在深味其知识内涵之后,寻找或锻造能够在目标语境中激起共鸣的独特表达。
这既需要归化的玲珑,使中国概念巧妙进入目标语的知识网络;也需要异化的风骨,保持中

国概念的独特骨骼,使其成为世界知识版图中不可替代的新增疆域。 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

话语建构的过程:正是在翻译中,中国话语获得它的世界性形态与灵魂。
其三,脉络之维:尊重传播的历史性与时间性。 知识翻译学强调,翻译行为始终被特定

时代的知识型所浸润,又在绵延的传播中沉淀为新的传统。 从脉络之维出发,中国知识文

化的世界性传播是一个分阶段、分层次、需耐心的长期历程,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传播目

标,采取差异化的翻译传播策略。 正如戏曲西渐研究所揭示的,地方性戏曲知识走向世界,
经历了“故事性、文学性与舞台性”三个认知阶段的知识迁移,每一次进阶,都意味着知识

传播的纵深化与精微化。
其四,价值之维:以真、善、美统摄翻译传播的价值取向。 知识翻译学标举“以真求知、

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中和翻译观(杨枫
 

等,2024:12)。 这意味着中国知识的国际传播,
不仅要执着于信息的准确抵达(真),更要致力于跨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心灵共鸣(善),以及

审美层面的感动与共享(美)。 从价值之维出发,翻译不是冷峻的技术操作,而是承载着人

文温度与价值追求的知识实践。 高质量的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应当是一首知识与价值交织

的复调乐曲。
其五,技术之维:审慎利用并超越技术物的传播力量。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雷霆之

势重塑翻译传播的形态。 知识翻译学将翻译技术物的分析升华为技术哲学的思考,冷峻地

揭示技术物背后关于知识权力的深层逻辑。 从技术之维出发,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既要积

极拥抱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工具,拓展传播的广度与效率,也要警惕技术物可能带来的知

识同质化与文化扁平化风险,确保技术服务于而非宰制知识的世界性传播。
4. 3

 

典型案例分析

4. 3. 1 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译嬗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大的原创性理念,其英译经历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历时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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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英译为“human
 

beings
 

shar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Hu,2012)。 随着理念内涵的不断深化与国际传播实践的深耕,译法逐渐演变为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王文慧等(2024:52)的研究指出,这一翻译抉择

绝非简单的措辞调换,而是对知识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精准再表达,后者更鲜活地传达了“共

享未来”的积极意涵,更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 这一案例生动地印证了知识翻译学

“过程之维”的核心洞见:翻译不是知识的转述,而是知识的再创造;好的翻译能够使地方

性知识获得世界性的生命力。
然而,当前中国政治术语的学术英译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韩子满(2024)以中国知

网收录的学术论文及国家翻译文献为样本,对核心政治术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英译实

践进行了系统剖析。 研究发现,该术语的外译普遍面临规范化与标准化程度偏低的困境。
具体而言,学者自发翻译多倾向于字面直译,部分译文存在明显的用词失当;而规范化缺失

的积弊贯穿于各类翻译主体之中,甚至在单篇文献或专门网站的词条内,亦屡见多种译法

混用的现象。 究其深层原因,一方面,翻译主体多为非外语专业学者,术语翻译规范意识相

对薄弱;另一方面,官方译法往往偏重解释性,弱化了术语的凝练特征,导致其难以在学术

界被广泛采纳。 这些外译乱象不仅易引发西方学界对中国政治术语的误读与曲解,甚至可

能为恶意污蔑提供借口,削弱我国对外话语权的根基。 这一发现从反面沉重地印证了知识

翻译学的核心命题:翻译绝非技术性的语言转换,而是知识建构与话语塑造的过程。 缺乏

对传播功能的清醒自觉,即使译出了,也无法译入,更遑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深度认同。
4. 3. 2 中医药术语的国际标准化:知识与传播的辩证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瑰丽宝藏,其对外传播是知识翻译学存在之维与过程

之维交汇的典型样本。 中医药知识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玄思、文化观念与千年临床经

验,带有鲜明的地方性胎记。 然而,随着针灸、中药等疗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纳,中医

药知识正磅礴地经历着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深刻转化。 在这一波澜中,术语的标准化翻译

成为关键隘口。 以针灸穴位命名、中药功效描述为代表的术语翻译,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

面,需要保持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血脉相连(守护地方性知识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
须能够在目标医学知识体系中获得可理解性与可操作性(实现知识的再地方化)。 知识翻

译学的过程之维———去地方性与再地方性的循环,为理解这一双重挑战提供了精准的分析

框架。 中医药术语的国际标准化实践表明,成功的知识传播,需要在保持原真性与获得可

理解性之间寻求一种充满张力的动态平衡。
4. 3. 3 非遗的跨知识传播:以京剧对外译介为例

在知识翻译学的烛照下,非遗的对外翻译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知识再生产的创造性实

践。 京剧的对外传播,绝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表层转换,更是表演艺术知识、舞台美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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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国文化知识的整体性再传播。 传播功能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了京剧知识能否在世界

范围内获得世界性的深情认同。 这一案例有力地昭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亟须超越文

本翻译的狭窄视野,走入知识传播的广阔原野。
4. 3. 4 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与知识再生产

《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在世界范围内的漂流与扎根,是知识翻译学

脉络之维的生动展演。 《论语》在西方经历了从传教士译介到厚重学术译本、再到大众普

及读物的多阶段传播历程。 每一次新的翻译,都是对孔子思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次再

激活。 从 19 世纪理雅各的学究式译本到 20 世纪以来各种面向大众的现代译本,翻译策略

的嬗变反映了不同时代西方知识共同体对“中国智慧”的需求变化。 正如知识翻译学时间

性与历史性的交织所揭示的,知识通过传播,在不同时代被反复擦亮,不断获得新的理解与

阐释,经典的生命力,恰恰系于这种持续的传播与无尽的再创造。
4. 3. 5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知识翻译学考察

以莫言作品的外译为例,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知识翻译学价值之维与

过程之维的融会运用。 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从不执着于逐字逐句的僵死对应,而是

在深味中国乡土文化知识之后,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与再传播,使中国乡土的血肉经验,转化

为具有世界性共鸣的文学知识。 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不仅是个人文学成就的加

冕,更是中国乡土知识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知识体系并获得世界性认同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案例从正面雄辩地印证了知识翻译学的核心命题:优质的翻译能够使地方性知识获得

世界性的灿烂生命。

5　 知识翻译学与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理论自觉

5. 1
 

理论自觉:翻译作为国际传播的本质构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

传播效能”(中共中央,2024),这既是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战略擘画,也是对翻译研究下达的

时代问卷。 知识翻译学作为唯一将“传播”庄严纳入翻译定义的理论体系,为回应这一命

题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论火种。 知识翻译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它为翻译的传播功能修

筑了深厚的知识论地基:翻译之所以天然携带传播的基因,根源在于翻译本身就是知识跨

语言流转与跨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 “传播”不是翻译的工具性功能,而是翻译的存在方

式。 这一见解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合法性,翻译不是国际传播的辅助

工序,而是国际传播的本质构成。 在方法层面,知识翻译学将翻译传播研究的焦点从传播

效果的浅滩引向知识建构的深海,从受众接受的末端引向知识的世界性生成的源头,开辟

了一个将翻译与知识生产、话语建构、价值创造相连接的崭新学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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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效能提升:从“知识认同”到“话语权力”的价值跃迁

知识翻译学揭示了翻译与传播的血肉一体: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知识传播实践,
有效的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传播。 这一理论洞见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效能的跃升标注了

新的航标。 当前国际传播效果评估面临着理念滞后、透明度不足等结构性困境,传统的线

性评估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叙事博弈的混沌环境。 “覆盖即效果” “声量即效果”的认识误

区,使评估工作无法准确反映在话语权争夺中的真实表现(刘苏仪
 

等,2025:37)。 华中科

技大学发布的《2024—2025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效能指数报告》 ①依托“关注度、覆盖度、美誉

度、参与度”四大核心指标,对国际主流社交平台上的中国故事传播效能进行了系统评估,

为客观描摹传播图景、精准优化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知识翻译学则为传播效能评估提供

了更为深沉的理论框架。 从知识翻译学价值之维出发,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终极目标不应

止步于被看到或被听到的表层喧嚣,而应矢志追求在多元知识共同体中赢得知识的世界性

认同。 在此基础上,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定义的国际话语权根本性跃升,才是中国话语

国际传播的价值归宿。
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体系的灵魂价值在于,它将翻译从语言转换的浅滩,提升至

知识建构的高地,从而揭示了翻译与国际传播的血脉统一,翻译本身就是知识传播实践,有

效的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传播。 在知识全球化与文明互鉴蔚为时代命题的当下,知识翻译

学所开拓的这一理论路径,不仅为翻译研究本身注入了澎湃的新活力,也为理解人类知识

的跨语际流动、为中华文化深稳地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胸襟开阔、解释锐利的思想框架。
当知识不再封藏于地方性的孤岛,当“传播”不再等同于信息的搬运,翻译便真正成为文明

在互鉴中生生不息的隐秘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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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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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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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knowletology
 

stands
 

as
 

the
 

on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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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e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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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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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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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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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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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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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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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
 

On
 

this
 

basi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ivoting
 

on
 

knowledge
 

circulation,
 

discourse
 

shaping,
 

and
 

effect
 

generation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its
 

objective,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how
 

Transknowletology
 

furnish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China’ s
 

discourse
 

system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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